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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７４ 条和第 ８３ 条中不危害或
阻碍义务的判断标准

孔令杰，莫有恒
（武汉大学 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７４ 条第 ３ 款和第 ８３ 条第 ３ 款，沿海国在解决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争端

之前负有“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义务。 然而，《公约》未定义“危害”和“阻碍”，也未列明沿海国不得单方

面实施的具体活动。 为裁断当事国是否违反此项义务，《公约》附件七仲裁庭、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等提出和

发展了“对海洋环境造成物理改变”的判断标准。 该标准以物理改变为着眼点，针对的活动类型单一，且在适用上存

在模糊空间。 建议借助因素评价法确定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的关键要素，并结合具体情形分析各要素的作用，以
便更准确、客观地判断某项活动是否违反该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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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确立了全新的专属经济区制度及经过修正的大陆架制度。①

《公约》第 ７４ 条和第 ８３ 条针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问题作出专门规定。 除适用对象不同外，两条文的

文本完全相同。 两条文的第 ３ 款规定：“在达成第 １ 款规定的协议以前，有关各国应基于谅解和合作精神，尽
一切努力作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并在此过渡期间内，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 这种安排应不妨害最

后界限的划定。”该款创设了关于达成临时安排的积极义务及关于不危害或阻碍最后界限划定的消极义

务。② 在实践中，前者引发的争议较少，后者则在多起国际案件中成为争议事项。 国际法学界对《公约》
第 ７４ 条第 ３ 款和第 ８３ 条第 ３ 款的研究更侧重于达成临时安排义务，不过，以雷纳·拉戈尼（Ｒａｉｎｅｒ Ｌａｇｏｎｉ）
和英国国际法及比较法学会为代表的学者和机构已厘清了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的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和法律

性质，其他学者讨论了其与《公约》强制性争端解决程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③

由于《公约》未定义“危害”和“阻碍”，也未列明当事国不得实施的具体活动，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的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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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具体要求及判断标准等问题在《公约》第 ７４ 条和第 ８３ 条的解释和适用中成为争议焦点。 厘清此项义

务的国际法律和实践，尤其是违反此项义务的判断标准，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笔者依照条约解释之

通则，结合相关案件和国家实践，集中研究《公约》第 ７４ 条第 ３ 款和第 ８３ 条第 ３ 款项下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的

判断标准，重点构建因素评价法，即在国际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对海洋环境造成物理改变”标准的基础上，结
合个案的具体情形，综合考虑所有可能危及最终协议达成的因素，客观评判沿海国在争议海域的某项特定行

为是否违反此项义务。

一、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的规则溯源、适用范围与性质界定

缔约资料表明，《公约》第 ７４ 条第 ３ 款和第 ８３ 条第 ３ 款试图通过规定不危害或阻碍义务来限制沿海国

在权利主张重叠海域内的特定单方活动。 该义务在主体、地理、时间上皆有明确的适用范围，具有行为义务

和勤勉义务的性质。 然而，《公约》并未定义“危害”和“阻碍”，未列明当事国不得实施的活动类型，也未提

供判定违反该义务的标准和方法。
（一）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的规则溯源

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间，关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问题的《公约》案文由第二委员会负责

起草，各方依其立场和提案可划分为“公平原则集团”和“等距离中间线集团”。 两大集团在《公约》第 ７４ 条

第 １ 款和第 ８３ 条第 １ 款有关划界原则或方法上的分歧，延伸至并影响第 ３ 款案文谈判的全过程。
谈判初期，代表们认为有必要制定规则，限制沿海国关于争议海域的权利主张。 希腊代表提出沿海国不

得将其权利“拓展至中间线以外”，①荷兰代表提出沿海国的海上边界无权越过“等距离线”。② 有关提案得

到综合考虑并被纳入 １９７５ 年“非正式单一谈判文本”中：“达成协议之前，任何国家都无权将其专属经济区

扩展至中间线或等距离线以外。”③该案文试图以“中间线”或“等距离线”为界，一概限制沿海国在权利主张

重叠海域或争议海域内的权利主张。
谈判中期，用达成临时安排义务取代原“中间线”或“等距离线”成为各方共识。 第二委员会在 １９７６ 年

“修正的非正式单一谈判文本”中提出：“在达成协议或解决争端之前，有关国家应考虑第 １ 款的规定作出临

时安排。”④委员会主席就修改理由作出说明：“中间线”或“等距离线”难以体现鼓励达成协议的潜在作用，
还可能削弱第 １ 款确定的核心宗旨。 相反，“临时措施”强化了本款与第 １ 款之间的逻辑衔接。⑤ 后续磋商

中，各方讨论转向对“临时安排”的限定。 例如，十九个国家在西班牙提案的基础上增加一项关于临时安排

的规定。⑥

谈判后期，“不妨害最后界限的划定”逐渐成为共识。 基于关于临时安排的提案和讨论结果，第七谈判

小组主席在 １９７８ 年第七次会议续会期间提出一份关于临时安排的报告，指出任何临时安排均“不妨害最后

界限的划定”似乎已经成为共识。⑦ 此后，这一表述一直被沿用并被纳入第 ７４ 条和第 ８３ 条的最终案文。
此外，“不妨害最后界限的划定”的共识经过谈判最终被细化为“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 在

１９７９ 年第八次会议上，第七谈判小组主席认为第 ３ 款关于临时安排的措辞不够清晰，建议“根据第 １ 款中提

到的最终划界目标”制定临时安排。⑧ 随后，印度、伊拉克和摩洛哥等国提出联合提案：“有关各国应基于合

作精神，自愿达成临时安排。 在此过渡期间内，它们应避免其行为或措施恶化或危害国家利益。”一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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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Ｓｉｎｇｌ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Ｔｅｘｔ （Ｐａｒｔ Ⅱ）， Ａ ／ ＣＯＮＦ．６２ ／ ＷＰ．８ ／ Ｒｅｖ．１ ／ Ｐａｒｔ ＩＩ， ６ Ｍａｙ １９７６．
Ｓｅ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Ｓｉｎｇｌ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Ｔｅｘｔ （Ｐａｒｔ Ⅱ）， Ａ ／ ＣＯＮＦ．６２ ／ ＷＰ．８ ／ Ｒｅｖ．１ ／ Ｐａｒｔ ＩＩ， ６ Ｍａｙ １９７６．
Ｓｅｅ Ｍｙｒｏｎ Ｈ． Ｎｏｒｄｑｕｉｓｔ ｃｈｉｅｆ ｅｄ．，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１９８２：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Ｖｏｌ．ＩＩ，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３， ｐ．８１１．
Ｓｅｅ Ｍｙｒｏｎ Ｈ． Ｎｏｒｄｑｕｉｓｔ ｃｈｉｅｆ ｅｄ．，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１９８２：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Ｖｏｌ．ＩＩ，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３， ｐ．９６９．
Ｓｅｅ Ｍｙｒｏｎ Ｈ． Ｎｏｒｄｑｕｉｓｔ ｃｈｉｅｆ ｅｄ．，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１９８２：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Ｖｏｌ．ＩＩ，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３， ｐ．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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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避免其行为或措施恶化或危害国家利益”的表述会遭到主观解读，甚至被理解为该条款事实上给有

关沿海国施加了某种“暂停机制”。① 秘鲁和墨西哥提出：“……有关各国应……尽一切努力作出临时安排，
不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然而，有代表仍担心该表述可能暂停争议海域的经济开发活动。 为此，第七谈判

小组展开内部讨论和协商，通过如下修订文本：“在达成第 １ 款规定的协议以前，有关各国应基于谅解和合

作精神，尽一切努力作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并在此过渡期间内，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 这种安排

应不妨害最后界限的划定。”②该修订文本在 １９８０ 年被纳入“非正式综合协商案文 ／第二次修订稿”，在 １９８１
年被纳入《公约草案》，并成为《公约》最终文本。

回顾《公约》第 ７４ 条和第 ８３ 条的制定过程，两条第 ３ 款的案文被一同提出、讨论和制定，早期提案试图

以“中间线”或“等距离线”严格限制沿海国的权利主张范围，中期提案中有较为主观的限制性表述，最终发

展成不危害或阻碍义务。 缔约过程清晰地表明，该款的目的绝非一概禁止或暂停沿海国在权利主张重叠海

域内的活动，尤其是经济开发活动，而是给沿海国在该海域的活动设定必要限制，尤其是不得影响划界协议

的最后达成。 然而，该款的缔约过程无法为澄清“危害”和“阻碍”的含义、范围和要求提供更多有用信息，这
也是导致国际法庭在个案中难以认定当事国的特定行为是否违反该义务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的适用范围

《公约》第 ７４ 条第 ３ 款和第 ８３ 条第 ３ 款作为限制性规范，从主体、地理和时间等方面限定了不危害或阻

碍义务的适用范围。
主体方面，不危害或阻碍义务适用于第 ３ 款所指的“有关各国”，也即第 １ 款中的“海岸相向或相邻国

家”。 更具体而言，“有关各国”指的是海岸相邻或相向且存在专属经济区和 ／或大陆架划界争议的国家。 关

于这一点，尤里·洛格赫姆（Ｙｏｕｒｉ ｖａｎ Ｌｏｇｃｈｅｍ）认为，“有关各国”是指依据《公约》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

架权利并产生重叠，但未能最终全部或部分划定专属经济区和 ／或大陆架边界的国家。③ 这排除了在同一海

域不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第三国（包括国家及其国民），即便它们在这些海域享有某些经济利益。④

地理范围方面，不危害或阻碍义务适用于海岸相邻和 ／或相向沿海国关于专属经济区和 ／或大陆架权利

的“重叠海域”。 《公约》第 ７４ 条第 ３ 款和第 ８３ 条第 ３ 款虽未明文提及该义务的地理适用范围，但第 ７４ 条

标题为“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专属经济区界限的划定”，第 ８３ 条标题为“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界

限的划定”，表明两条第 ３ 款规定的义务应适用于专属经济区和 ／或大陆架权利主张重叠的海域，该重叠海

域产生于沿海国的海洋权利主张。 如国际海洋法法庭在 ２０１２ 年“孟加拉湾划界案”中所指出的，海洋划界

须以存在权利重叠区域为前提。⑤ 另外，需注意的是，第 ３ 款的目的是促进沿海国之间的合作，避免一国的

单方行为破坏最后协议的达成。 这是否意味着沿海国在重叠海域内己方一侧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也因单

方行为的性质及影响范围和程度而落入此项义务的调整范畴？ 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中对此尚无讨论和实例，
仅从理论意义上而言，不能排除此种观点或主张在法律上的可能性。

时间范围方面，不危害或阻碍义务仅适用于第 ３ 款所指的“过渡期间”。 基于第 ３ 款文本的用语，结合

第 １ 款、第 ２ 款的规定，该期间起始于有关各国形成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的争议，终止于有关各国“达成

第 １ 款规定的协议”，包括有关国家未能在第 ２ 款规定的合理期间内达成协议，并诉诸《公约》第十五部分所

规定的程序最终解决海洋划界争端。⑥ 关于这一点，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加纳诉科特迪瓦案”中明确指出，过
渡期是指从海洋划界争端确立之日起，直至通过协议或裁决达成最终划界的期间。⑦

（三）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的性质界定

第一，不危害或阻碍义务是行为义务。 区分行为义务与结果义务的核心在于国际法和国内法律体系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ｅ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５８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Ａ ／ ＣＯＮＦ．６２ ／ Ｃ．２ ／ ＳＲ．５８， ２４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７９．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ｌｅｎａｒ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 ／ ＣＯＮＦ．６２ ／ ９１ （１９７９）， １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７９．
Ｓｅｅ Ｙｏｕｒｉ ｖａｎ Ｌｏｇｃｈｅｍ，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Ｄｉｓｐｕｔｅ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ｒｅａ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１， ｐ．１４２．
Ｓｅｅ Ｙｏｕｒｉ ｖａｎ Ｌｏｇｃｈｅｍ，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Ｄｉｓｐｕｔｅ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ｃ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４５：

１０７， ｐ．１１４⁃１１５（２０１４）．
Ｓｅｅ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ｙ ｏｆ Ｂｅｎｇａｌ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 Ｍｙａｎｍａｒ），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ＴＬＯ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２， ｐａｒａ．３９７．
Ｓｅ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７４（３） ａｎｄ ８３（３） ｏｆ ＵＮＣＬＯ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Ｕｎｄｅｌｉｍｉｔｅ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２０１６， ｐ．３２．
Ｓｅｅ Ｇｈａｎａ ／ Ｃôｔｅ ｄ’Ｉｖｏｉｒ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ＴＬＯ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７， ｐａｒａ．６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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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行为义务要求国家制定国内法或由行政、司法机关采取行动以实现某种目标，其特征体现为国家具体

明确的行动、行为或手段；而结果义务不干涉国家机关的具体运作，允许国家自主决定如何实现某种目标，仅
要求国家在其内部体系中实现特定状态。① 由此可见，行为义务要求国家采取特定行动，防止条约禁止的情

况发生。② 不危害或阻碍义务要求有关各国“尽一切努力”避免危害或阻碍最终协议的达成，表明该义务是

行为义务。 国际海洋法法庭特别分庭在“加纳诉科特迪瓦案”中指出，《公约》第 ８３ 条第 ３ 款以“并”（ａｎｄ）
字连接两项义务，这表明“尽一切努力”同样约束不危害或阻碍义务，它是一项行为义务，要求沿海国采取一

切措施，防止危害或阻碍最终协议达成的行为发生。③

第二，不危害或阻碍义务是勤勉义务。 勤勉义务通常在国家因私人行为而需承担法律责任时被援引，与
直接规制国家行为的行为义务存在显著区别。④ 勤勉义务并不要求国家阻止一切私人损害，而是要求其采

取必要措施，确保私人行为不造成危害。⑤ 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在“担保国义务和责任咨询案”中
提出：担保国行使权力，采取适当手段，竭尽所能，以实现预定的结果，在性质上属勤勉义务的范畴。⑥ 类似

的观点在“次区域渔业委员会咨询案”中得到进一步确认：船旗国有义务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其国民和悬挂其

本国旗帜的船舶实施非法捕捞，这是勤勉义务的要求。⑦ 显然，不危害或阻碍义务意味着沿海国应当采取必

要措施，避免因私人行为危害或阻碍最终协议的达成，在性质上属勤勉义务。
回顾缔约资料，《公约》第 ７４ 条和第 ８３ 条仅旨在限制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权利主张重叠海域

内的特定活动，并不一概禁止权利主张重叠海域内的所有单方面活动。 虽然该义务有明确的适用范围，且属

于行为义务和勤勉义务，但“危害”和“阻碍”二词的含义不清，所允许或限制的活动类型不明，也未能提供认

定违反该义务的标准。 这为国际法庭在特定案件中解释和适用第 ７４ 条第 ３ 款和第 ８３ 条第 ３ 款带来了困

难，也为法庭提出和发展关于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的判断标准提出了要求。

二、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的国际司法标准

与不危害或阻碍义务解释和适用相关的重要案件主要包括 １９７８ 年“爱琴海大陆架案”、２００７ 年“圭亚那

诉苏里南案”、２０１７ 年“加纳诉科特迪瓦案”和 ２０２１ 年“索马里诉肯尼亚案”。 其中，“圭亚那诉苏里南案”和
“加纳诉科特迪瓦案”对研究不危害或阻碍义务具有里程碑意义。 国际法庭在两起案件中不仅厘清了该义

务适用的主体、空间和时间范围及其性质，还提出和发展了违反该义务的判断标准：单方行为是否对海洋环

境造成物理改变，特别是重大的、永久的、无法弥补的物理改变。 然而，这一标准除本身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受

到质疑外，还存在所针对的活动类型单一，难以直接适用于油气勘探和开采之外活动的问题。
（一）“爱琴海大陆架案”中的“对海床和底土或其自然资源造成任何物理损害”标准

“爱琴海大陆架案”中，希腊请求国际法院指示临时措施，命令土耳其停止在争议海域实施未经同意的

勘探和科研活动，并避免采取可能危及两国和平关系的军事行动。 国际法院指出，只有在请求国的权利面临

“无法弥补的损害”时，方可依据《国际法院规约》第 ４１ 条指示临时措施。 法院认为，地震勘探活动的原理是

船只向海底发射小规模爆炸声波，通过海床反射声波获取海底的地球物理信息，该过程不具有“对海床和底

土或其自然资源造成任何物理损害的风险”。 法院还强调土耳其的地震勘探活动是“暂时的”，不在大陆架

海床或其上建立任何设施，也不实际占领或使用任何自然资源。⑧ 法院据此拒绝指示临时措施。 本案虽围

绕临时措施程序展开，但法院确立的“对海床和底土或其自然资源造成任何物理损害”的标准，为后续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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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Ａｌｉｃｅ Ｏｌｌｉｎｏ， Ｄｕｅ 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２， ｐ．７７⁃８１．
Ｓｅｅ Ｒüｄｉｇｅｒ Ｗｏｌｆｒｕｍ，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ｕｌｔ Ｖｅｒｓｕｓ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Ｓｏｍ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ａｈｎｏｕｓｈ Ｈ． Ａｒｓａｎｊａｎｉ ｅｔ ａｌ． ｅｄｓ．，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 Ｈｏｎｏｒ ｏｆ Ｗ．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ｅｉｓｍａ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１０， ｐ．３７５．
Ｓｅｅ Ｇｈａｎａ ／ Ｃôｔｅ ｄ’Ｉｖｏｉｒ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ＴＬＯ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７， ｐａｒａ．６２９．
Ｓｅｅ Ｔｉｍｏ Ｋｏｉｖｕｒｏｖａ ＆ Ｋｒｉｔｔｉｋａ Ｓｉｎｇｈ， Ｄｕｅ 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ｉｌ．ｏｕｐｌａｗ．ｃｏｍ ／ ｄｉｓｐｌａｙ ／ １０．１０９３ ／ ｌａｗ：ｅｐｉｌ ／

９７８０１９９２３１６９０ ／ ｌａｗ⁃９７８０１９９２３１６９０⁃ｅ１０３４．
Ｓｅｅ Ｔｉｍｏ Ｋｏｉｖｕｒｏｖａ ＆ Ｋｒｉｔｔｉｋａ Ｓｉｎｇｈ， Ｄｕｅ 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ｉｌ．ｏｕｐｌａｗ．ｃｏｍ ／ ｄｉｓｐｌａｙ ／ １０．１０９３ ／ ｌａｗ：ｅｐｉｌ ／

９７８０１９９２３１６９０ ／ ｌａｗ⁃９７８０１９９２３１６９０⁃ｅ１０３４．
Ｓｅ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ＴＬＯ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１， ｐａｒａ．１１０．
Ｓｅｅ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ＴＬＯ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５， ｐａｒａ．１２４．
Ｓｅｅ Ａｅｇｅａｎ Ｓｅａ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ｅｌｆ，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１１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７６，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７６， ｐａｒａ．３０．



５２　　　 中 国 海 商 法 研 究 第 ３７ 卷

法庭判断沿海国的行为是否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圭亚那诉苏里南案”中的“对海洋环境造成物理改变”标准

仲裁庭在“圭亚那诉苏里南案”中首次直接解释和适用《公约》第 ７４ 条第 ３ 款和第 ８３ 条第 ３ 款，并裁定

特定行为是否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 当事国在此项核心争议上的观点及仲裁庭的裁决和说理，对阐明该

义务的内涵及违反该义务的判断标准等问题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其中，苏里南在反诉中请求仲裁庭裁定圭亚那的油气勘探和开采活动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 苏里南

提出，任何涉及在海床上或其上方建立设施，或对自然资源进行实际占有或其他使用的活动，都会造成无法

弥补的损害，均应被《公约》第 ７４ 条第 ３ 款和第 ８３ 条第 ３ 款所禁止。① 事实方面，苏里南认为，圭亚那的油

气钻探活动的强度远比地震和航空磁测等活动激烈得多，具有明显的“侵入性”，已构成在海底建立永久性

设施。 苏里南还强调，圭亚那的油气钻探活动可能获取争议海域的油气储量信息，致使苏里南被迫承认和尊

重特许权人对该区域的长期权利，圭亚那将实际占有该海域自然资源。② 苏里南称，这严重危害两国之间达

成最终协议或临时措施的能力，甚至可能显著加剧争端，不符合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的立法目的，满足违反此

项义务的判断标准。
相反，圭亚那坚称其油气勘探和开采活动不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 圭亚那指出，其油气活动不应被视

为“改变现状”，理由是苏里南承认圭亚那自 １９５８ 年以来一直在案件所涉海域进行勘探活动，但从未提出抗

议；圭亚那还表示其加速钻探勘探活动的决定纯属商业逻辑驱动，并非意图制造某种“既成事实”的法律效

果。③ 但圭亚那未直接回应其油气勘探和开采活动是否对海洋环境造成物理改变。
首先，仲裁庭就不危害或阻碍义务发表两点一般性看法：一是不危害或阻碍义务并不禁止沿海国在争议

海域开展一切活动；二是各方根据临时安排开展的活动及不会危害或阻碍最终划界协议达成的单方行为是

被允许的。 接着，仲裁庭提出了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的判断标准：“对海洋环境造成物理改变”的活动必

须得到各方协议授权，否则可能危害或阻碍最终协议的达成，应当被禁止。 最后，仲裁庭区分了地震勘探和

油气钻探的性质及法律效果。 关于地震勘探活动，仲裁庭援引国际法院在“爱琴海大陆架案”临时措施程序

中的推理，认定地震勘探活动是可以被接受的。 仲裁庭认为，相较于在争议海域开展的一般性活动，国际法

庭指示临时措施的要求更加严格，既然地震勘探活动不满足指示临时措施的要求，自然也不会违反《公约》
第 ８３ 条第 ３ 款规定的不危害或阻碍义务。④ 关于油气钻探活动，仲裁庭承认某些钻探活动可能会对海洋环

境造成永久性的损害，⑤但并未说明“某些钻探活动”具体包含哪些活动，也未说明本案所涉的钻探活动如何

对海洋环境造成永久性的物理改变。⑥ 基于上述理由，仲裁庭裁定，圭亚那在争议海域的油气钻探活动对海

洋环境造成物理改变，违反了不危害或阻碍义务。
（三）“加纳诉科特迪瓦案”对于“对海洋环境造成物理改变”标准的发展

“加纳诉科特迪瓦案”中的一项争议是加纳在争议海域的单方油气勘探和开采活动是否违反不危害或

阻碍义务，国际海洋法法庭特别分庭在临时措施阶段及实体阶段关于该问题的决定和处理方法对进一步明

确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的具体要求，特别是违反该义务的判断标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为及时制止侵权行为，科特迪瓦向国际海洋法法庭特别分庭申请指示临时措施。 科特迪瓦声称，加纳的

油气活动不只是单纯的地震勘探活动，而是更具有侵入性的钻探活动，且必须在大陆架上建立永久性设

施。⑦ 钻探活动要求“通过钻柱尖端的钻头研磨旋转击碎岩石”，⑧海床和底土之下的油气资源一旦被提取

便无法被重新注入地底，该过程对地下资源和地质平衡的影响是永久的、不可逆的，满足“对海洋环境造成

物理改变”的标准，并且加纳和特许权持有人的声明也证明加纳的油气开采活动早在特别分庭发布临时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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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之前的一年就已经进入生产阶段，这一阶段通常持续几十年之久，满足“实际占有自然资源”的标准。① 基

于此，科特迪瓦主张加纳的油气钻探和开采活动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
加纳未陷入其油气活动是否对海洋环境造成物理改变之争，而仅提出其油气活动并不满足指示临时措

施的标准，即争端一方的权利将受到紧迫的且无法弥补的损害。 首先，加纳提出，科特迪瓦在截止日期之后

４ 个月才申请指示临时措施，且加纳在争议海域的油气活动已经持续多年，表明不存在真正的“紧迫性”。 其

次，加纳认为，所谓的物理改变“明显缺乏根据”，所谓的损害风险也“没有事实依据”。 最后，科特迪瓦诉称

的损失，是纯粹的经济损失，并非无法弥补，完全可以通过后续的损害赔偿得以解决。②

特别分庭在临时措施命令中认定，加纳在争议海域的油气钻探活动“对海洋环境的物理特征造成了重

大的、永久的、无法弥补的物理改变”。③ 特别分庭决定指示临时措施，命令加纳不得再进行新的钻探活动。
但在实体程序阶段，特别分庭并没有直接处理加纳的油气活动是否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这一实质争议，而
是基于以下两个理由，裁定加纳不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一是加纳遵守了临时措施命令，暂停开展新的钻

探活动；二是基于该阶段已经划定的大陆架边界，加纳的活动发生在其拥有专属管辖权的海域之内。④

（四）“索马里诉肯尼亚案”对既有判断标准的确认

国际法庭在上述案件中提出和发展的“对海洋环境造成物理改变”标准，为 ２０２１ 年国际法院“索马里诉

肯尼亚案”提供了重要指引。 在该案中，索马里指控肯尼亚在争议海域的单方油气勘探和开采活动侵犯其

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 经查明有关事实，国际法院认定，肯尼亚在拉穆盆地实施或授

权实施的油气勘探和钻探活动，全部或部分位于无争议的肯尼亚海域。 在无证据表明肯尼亚存在恶意的情

况下，国际法院无法认定肯尼亚的油气活动侵犯索马里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⑤ 国际法院还认为，肯尼亚的

油气勘探活动是“临时的”，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永久性物理改变，而现有证据未能指明 Ｌ⁃２２ 区块的具体作

业位置，并且索马里未能向国际法院提供肯尼亚在区块 Ｌ⁃５ 确曾实施钻探活动的证据。⑥ 据此，国际法院无

法确定在争端产生的 ２００９ 年之后，肯尼亚在争议海域内实施了可能导致对海洋环境造成永久性物理改变的

钻探作业。
（五）国际司法实践中不危害或阻碍义务判断标准的缺陷

《公约》附件七仲裁庭、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等国际法庭在个案中采用的“对海洋环境造成物理改

变”标准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未能阐释“危害”或“阻碍”两个用语的含义，或对二者作出区分。 《公约》案文制定过程中的各国

提案和谈判过程既不支持二者各自具有特定含义，也不支持二者为同义词复现。 从一般含义来看，“危害”
和“阻碍”并不完全相同。⑦ 国际法庭本有机会在上述案件中对二词的含义、要求、触发条件、核心要素、判断

方法等作出说明，但它们都选择回避，或直接以“重大”“永久”“不可修复”“无法弥补”等形容词对“物理改

变”施加抽象的限定，或直接以不存在相关的事实或有关事实不满足这些限定词所指的程序，认定当事国违

反或未违反此项义务。
第二，将指示临时措施的标准简单等同于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的判断标准，这并不合理。 事实上，判

断情形是否需要指示临时措施，与判断行为是否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分别在临时措施和实体阶段进行处

理，二者具有不同的司法功能。⑧ 即便承认满足指示临时措施标准的活动将轻松满足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

务的更低门槛，也不能将二者完全等同。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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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Ｇｈａｎａ ／ Ｃôｔｅ ｄ’Ｉｖｏｉｒ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ＴＬＯＳ ／ ＰＶ．１５ ／ Ｃ２３ ／ １ ／ Ｃｏｒｒ．１， ＩＴＬＯ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７， ｐ．２５．
Ｓｅｅ Ｇｈａｎａ ／ Ｃôｔｅ ｄ’Ｉｖｏｉｒ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ｈａｎａ， ＩＴＬＯ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７， ｐａｒａ．１０５．
Ｓｅｅ Ｇｈａｎａ ／ Ｃôｔｅ ｄ’Ｉｖｏｉｒ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２５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 ＩＴＬＯ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７， ｐａｒａ．８８．
Ｓｅｅ Ｇｈａｎａ ／ Ｃôｔｅ ｄ’Ｉｖｏｉｒ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ＴＬＯ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７， ｐａｒａ．６３２．
Ｓｅｅ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ｖ． Ｋｅｎｙａ，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１， ｐａｒａ．２０４．
Ｓｅｅ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ｖ． Ｋｅｎｙａ，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１， ｐａｒａ．２０９⁃２１１．
从一般含义来看，《简明牛津词典》将“危害”定义为“使情况陷于损失、伤害或失败的境地”，将“阻碍”定义为“阻碍或妨碍……的进

展或发展”。 Ｓｅ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７４（３） ａｎｄ ８３ （３） ｏｆ ＵＮＣＬＯ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Ｕｎｄｅｌｉｍｉｔｅ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２０１６， ｐ．２２．

Ｓｅｅ Ｇｈａｎａ ／ Ｃôｔｅ ｄ’Ｉｖｏｉｒ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ｄｇｅ Ｐａｉｋ， ＩＴＬＯ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７， ｐａｒａ．９．
Ｓｅｅ Ｇｕｙａｎａ ｖ． Ｓｕｒｉｎａｍｅ， Ａｗａｒｄ，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 ２００４⁃４， ｐａｒａ．４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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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际法庭严格区分油气勘探和开采，提出“对海洋环境造成物理改变”的标准，并不符合《公约》
第 ７４ 条第 ３ 款和第 ８３ 条第 ３ 款平衡沿海国权利与影响专属经济区和 ／或大陆架划界争议最终得以公平解

决的立法目的。 如果《公约》案文拟定者及各国有这种用意，立法过程中的条款案文、提案、各国意见自然会

留下相应的档案痕迹。 此外，“对海洋环境造成物理改变”标准针对的活动类型单一，没有考虑其他的客观

和主观相关因素，没有注意到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主权性权利的区别，也无法针对现实中复杂的个

案情形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判断方法。
综上，国际法庭在少数案件中提出、发展和确立了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的判断标准，核心是相关活动

是否“对海洋环境造成物理改变”，并施加重大、永久、无法弥补等限定条件。 但此项标准自身的适当性、合
理性存在争议，它们在油气勘探和开采之外活动的可适用性有待考察，在涉及复杂情形个案中的适用缺乏可

操作性。 为此，下文将提出和构建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的因素评价法。

三、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的因素评价法

判断沿海国的某项活动是否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关键在于认定该活动是否实质上造成了危害或阻

碍最终协议达成的效果。① 笔者基于《公约》文本、缔约历史、国际判例及相关国家实践提出因素评价法，以
指导沿海国和国际法庭更好地客观判定自身和当事国在争议海域内实施的某项行为是否违反不危害或阻碍

义务。
（一）适用因素评价法应依循的宗旨和原则

适用因素评价法应遵循《公约》第 ７４ 条第 ３ 款和第 ８３ 条第 ３ 款的目的：不危害或阻碍义务要求有关各

国秉承善意原则，保持自我克制，避免实施导致公平划界结果落空的单方行为，而非全面禁止争议海域内的

一切活动。② 与达成临时安排义务所具有的为实现合作创造积极条件的制度功能相比，不危害或阻碍义务

旨在防止特定损害结果的发生。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适用因素评价法应依循以下国际法基本原则。 第一，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 该原

则要求沿海国在处理海洋边界争端时，必须以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方式加以解决。 在《公约》第 ７４ 条

和第 ８３ 条的语境下，不危害或阻碍义务限制沿海国在争议海域的单方面活动，保障划界争端能够被有效管

控和最终解决。 这也是《公约》旨在增进国家间和平友好关系、和平解决争端的一个重要方面。③ 第二，善意

谈判原则。 《公约》第 ７４ 条和第 ８３ 条均要求各国善意地开展海洋划界谈判，但并不强制要求这种谈判必须

成功或达成协议。④ 实际上，不危害或阻碍义务和善意谈判原则相辅相成：若不进行善意谈判，则难以实现

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的目标及达成最终的划界协议；若不遵守不危害或阻碍义务，便可能破坏善意谈判的基

础。⑤ 因此，违反善意原则的行为，可能构成滥用权利，甚至可能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⑥ 第三，适当顾及

原则。 在“渔业管辖权案”中，国际法院依据习惯国际法指出，在争端各方拥有共同权利的情况下，它们有义

务适当考虑彼此的权利。⑦ 在争议海域的背景下，沿海国必须合理行使自身的权利，并且在采取相关行动时

保持适当的克制。⑧ 此外，《公约》第 ５６ 条第 ２ 款要求沿海国“应适当顾及其他国家的权利和义务”。 该款中

的“其他国家”包括对同一海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主张的国家，因此，《公约》对沿海国在争议海域的一

项额外要求是，必须适当顾及其他争端当事国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⑨ 第四，不加剧或扩大争端原则。 该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Ｓｅｅ Ｍｙｒｏｎ Ｈ． Ｎｏｒｄｑｕｉｓｔ ｃｈｉｅｆ ｅｄ．，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１９８２：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Ｖｏｌ．ＩＩ，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３， ｐ．８１５．

Ｓｅｅ Ｇｕｙａｎａ ｖ． Ｓｕｒｉｎａｍｅ， Ａｗａｒｄ，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 ２００４⁃４， ｐａｒａ．４６５．
Ｓｅｅ Ｇｕｙａｎａ ｖ． Ｓｕｒｉｎａｍｅ， Ａｗａｒｄ，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 ２００４⁃４， ｐａｒａ．４６５．
Ｓｅｅ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ｍｅｒｏ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Ｃａｍｅｒｏｏｎ ｖ．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 Ｇｕｉｎｅａ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Ｊ Ｒｅ⁃

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２， ｐａｒａ．２４４．
参见叶泉：《当事国在海洋划界前的国际法义务之研析———兼论南海当事国在划界前之国际法义务》，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０１ 页。
Ｓｅｅ Ｙｏｕｒｉ ｖａｎ Ｌｏｇｃｈｅｍ，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Ｄｉｓｐｕｔｅ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ｒｅａ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１， ｐ．７９．
Ｓｅｅ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ｖ． Ｉｃｅｌａｎｄ）， Ｍｅｒｉｔｓ，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７４， ｐａｒａ．６２．
Ｓｅｅ Ｄａｖｉｄ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Ｆｒｅｅｄｏ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Ｓ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Ｆｒｅｅｓｔｏｎ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ｒｎｅｓ ＆ Ｄａｖｉｄ Ｏｎｇ ｅｄｓ．，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ｐ．３３２．
Ｓｅｅ Ｙｏｕｒｉ ｖａｎ Ｌｏｇｃｈｅｍ，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Ｄｉｓｐｕｔｅ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ｒｅａ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１， 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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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要求各国避免采取导致现有争端加剧或扩大的行为，以免国家权利受到进一步的损害，或使争端的最终解

决变得更加困难。① 此项义务与不危害或阻碍义务存在上文提及的区别，同时也存在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
在现实中，某沿海国的单方面行为可能越过了不加剧或扩大争端义务的触发标准，但尚未危害或阻碍划界协

议的最终达成。 另一方面，一方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往往同时涉嫌违反不加剧或扩大争端原则。
（二）适用因素评价法应考虑的核心因素

一方面，国际法庭提出的“对海洋环境造成物理改变”标准，对判断油气勘探和开采活动是否违反不危

害或阻碍义务具有关键作用，该标准可同样延伸至认定其他类型活动是否违规。② 若某项活动在海床和底

土上建立永久性设施，或可能造成重大的、永久的及无法弥补的物理改变，则极有可能达到违反不危害或阻

碍义务的门槛。 以海上风电场建设为例，此类工程需要在海床植入基础结构，架设支撑塔基座平台，并安装

风力涡轮机，以将风能转化为电能。 其建设过程借助机械力侵入海床和底土，通过固着装置使设施稳定，这
往往破坏海床和底土岩石的整体性和延续性，导致显著且不可恢复的物理改变。③ 再如海洋科研目的的水

下核试验，试验瞬间释放的巨大能量将诱发高强度水下震动，破坏海床地质构造的稳定性，引发底土物质迁

移与沉积物重新分布。 沿海国或国际法庭判断所涉活动是否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时，必然无法绕开这一

标准。 因此，笔者认为该标准已成为判断此类问题时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也是因素评价法的核心因素。
另一方面，不宜机械地将该标准视为评估相关活动是否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的唯一门槛。 低侵入性

或者非侵入性活动同样可能引发国家间的严重紧张局势，影响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的

概率极大。 例如，在争议海域的争议敏感期开展军事活动，如派遣军舰开展与划界主题直接相关的航行行

为，即便不满足单一标准，仍可能增加划界协议达成的阻力，实质危害或阻碍海洋划界的协商进程。④ 而某

些活动，如油气钻探作业，纵使其客观满足单一判断标准，亦可能因事后经济赔偿而不被认定为违反该义务。
因此，国际法庭提出的单一判断标准最好被视为判断活动是否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的关键考量因素，而不

是唯一的、决定性的标准。
（三）适用因素评价法应考虑的其他因素

除核心因素外，因素评价法还应综合考虑活动的类型、执行方式、性质等相关的客观和主观因素，着重考

虑有关活动已经及可能造成的实际影响，特别是是否导致划界谈判的暂停、终止或达成最终协议的期望落

空，以提高不危害或阻碍义务判断标准的客观性、全面性和合理性。⑤

１．活动的类型

根据《公约》规定，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享有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源、进行经济性勘探和开发、开
展海洋科学研究及保护海洋环境等权利，这些权利构成沿海国在争议海域实施单方活动的法律依据。 同时

考虑到争议海域的复杂性，这些权利在实际行使中受到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的限制。⑥ 目前，国际法庭仅在涉

及油气勘探和开采的个案中提出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的判断标准。 该标准能否及如何适用于油气勘探和

开采以外的其他活动，应结合具体活动类型及个案实际情况予以综合考量。
实践中，沿海国在争议海域内实施的任何单方活动，都可能引发其他沿海国不同程度的反应。 然而，只

有那些危及最终划界协议达成的活动，才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 判断某项活动是否违反此项义务，除应考

虑其是否“对海洋环境造成物理改变”这一核心因素外，还需评估该活动是否已经或可能危及最终协议的达

成。 一般而言，低敏感领域的单方活动，如非资源性的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保护、海上搜救等活动，难以

对海洋划界谈判产生实质性阻碍。 相反，这些低敏感领域的活动往往成为沿海国之间开展海上合作的重要

切入点。 而高敏感领域的单方活动，即便未“对海洋环境造成物理改变”，仍可能阻碍划界谈判的启动和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ｅｅ Ｙｏｕｒｉ ｖａｎ Ｌｏｇｃｈｅｍ，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Ｄｉｓｐｕｔｅ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ｒｅａ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１， ｐ．７５．
Ｓｅｅ Ｇｈａｎａ ／ Ｃôｔｅ ｄ’Ｉｖｏｉｒ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ｄｇｅ Ｐａｉｋ， ＩＴＬＯ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７， ｐａｒａ．７．
Ｓｅ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ｌ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Ｗｉｎｄ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Ｗｉｎｄ Ｆａｒｍ， ＢＯＥＭ（１４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ｏｅｍ．ｇｏｖ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 ／ ｓｔａｔ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 ＯＣＷ０１＿ＣＯＰ％２０Ｖｏｌｕｍｅ％２０Ｉ＿２０２２０６１４．ｐｄｆ．
Ｓｅｅ Ｒａｉｎｅｒ Ｌａｇｏｎｉ，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Ｐｅｎｄｉｎｇ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７８：３４５， ｐ．３６５

（１９８４） ．
Ｓｅｅ Ｇｈａｎａ ／ Ｃôｔｅ ｄ’Ｉｖｏｉｒ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ｄｇｅ Ｐａｉｋ， ＩＴＬＯ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７， ｐａｒａ．１０．
参见王宇、张晏瑲：《南海争议海域合作科研的法律基础及制度构建》，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第 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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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危及划界协议的达成，从而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 以生物资源开发活动为例，长期不加节制的捕捞活

动，致使渔业种群规模跌至科学认定的“种群崩溃”区间（即最大值的 １０％以下）。① 再如，军事演习、武器试

验等安全管辖权的行使，可能引发对抗升级，不仅破坏谈判氛围，甚至可能构成《联合国宪章》禁止的武力威

胁。 这些活动极有可能产生外溢负面效应，加剧海洋划界争端，甚至妨碍争端的公平解决，从而违反不危害

或阻碍义务。
２．活动的执行方式

国际法庭基于个案中的具体情形，认定地震勘探活动在争议海域是被允许的。 该结论忽略了开展地震

勘探活动的多元方式，及其在国家实践中引发争议和冲突的事实。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仅改变勘探船震源的

执行方式，如引爆大规模炸药，将对海洋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改变。② 可见，同一类型的活动因执行方式不同，
不仅可能产生不同的客观后果，还可能引发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

以海洋科研活动为例，争议海域的海洋科研活动通常受到严格限制，但其并非总是危害或阻碍最终协议

的达成。 关键在于，当事国采取何种方式开展海洋科研活动，才能达到国际法庭提出的单一判断标准。 只要

适当注意其他沿海国的权利，争议海域的海洋科研活动便无可厚非。③ 因此，争议海域的海洋科研活动是否

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与其执行方式的烈度高低直接相关。 采用高烈度的执行方式（如海上核试验）时，
不仅严重破坏海底地形、改变沉积物的分布，还可能瞬间摧毁海洋生物及其栖息地，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现时

及未来的海洋环境，轻易满足单一判断标准。④ 采用大当量化学爆炸的执行方式时，其烈度虽不及核爆炸，
但爆炸冲击力和破坏力同样对海床和底土的岩石结构造成永久性破坏，也满足单一判断标准。 而采用烈度

较轻的方式（如空气炮、电火花、隆声器、声脉冲器）时，其不直接与海床和底土产生接触，难以满足单一判断

标准。 此外，利用新型技术（如卫星和遥感技术）观测海洋环境、检测海洋温度和海洋色彩等信息时，其不直

接与水体、海床和底土产生接触，也不获取直接的样本，是一种远距离、非侵入式的观测手段，采用该方式开

展的海洋科研活动显然不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
３．活动的性质

地震勘探和油气钻探是油气活动中密切相关的两个环节，但二者在性质上存在本质区别。 “圭亚那诉

苏里南案”中，仲裁庭明确区分了地震勘探和油气钻探的性质，并对二者是否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作出截

然相反的裁决。⑤ “加纳诉科特迪瓦案”中，白珍铉法官（Ｊｕｄｇｅ Ｊｉｎ⁃Ｈｙｕｎ Ｐａｉｋ）在单独意见中提到，评估活动

是否危害或阻碍最终协议的达成时，应重点考虑包括“活动性质”在内的所有相关因素。⑥ 可见，活动在性质

上的区别可能带来截然不同的法律效果。
一国的立法活动通常不被视为与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相关。 《公约》签署已逾 ４０ 年，其确立的制度难以

应对愈加复杂的现实情况。⑦ 实践中，越来越多的沿海国通过制定国内法律法规维护自身海洋权利，由此引

起的争端是否可能危及最终协议的达成？ 国际法院在“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中指出，海洋环境保护的内容和

范围“应当由开展活动的国家根据具体情况决定”。⑧ 当科学证据确认争议海域的鱼类资源濒临崩溃，沿海

国可合法地对处于危险的鱼类种群实施渔业禁令。 可见，纯粹的立法活动是主权国家行使立法权的意志表

达，在性质上具有高度抽象性，不具备物理感知性，无法满足国际法庭提出的单一判断标准。
沿海国针对另一国国际不法行为采取的执法活动，只要符合国际法的实质性和程序性要求，也不应当被

视为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 实践中，沿海国往往更重视生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非生物资源保护。 无节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Ｓｅ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ｕｌｌｏｎ， Ｐｉｅｒｒｅ Ｆｒéｏｎ ＆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Ｃｕｒｙ，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Ｆｉｓｈ ａｎｄ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Ｖｏｌ． ６：１１１， ｐ．１１３
（２００５） ．

Ｓｅｅ Ｙｏｕｒｉ ｖａｎ Ｌｏｇｃｈｅｍ，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Ｄｉｓｐｕｔｅ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ｒｅａ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１， ｐ．２２８．
Ｓｅｅ Ｒａｉｎｅｒ Ｌａｇｏｎｉ，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Ｐｅｎｄｉｎｇ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７８：３４５， ｐ．３６５

（１９８４） ．
Ｓｅｅ 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ｒ Ｕｓｅ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９６， ｐａｒａ．３５．
Ｓｅｅ Ｇｕｙａｎａ ｖ． Ｓｕｒｉｎａｍｅ， Ａｗａｒｄ，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 ２００４⁃４， ｐａｒａ．４６７．
Ｓｅｅ Ｇｈａｎａ ／ Ｃôｔｅ ｄ’Ｉｖｏｉｒ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ｄｇｅ Ｐａｉｋ， ＩＴＬＯ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７， ｐａｒａ．１０．
Ｓｅｅ Ｋａｒｉ Ｈａｋａｐää，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ｓ：Ｃｏａｓｔ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Ｖｅｓｓｅｌ⁃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ｌｔｉｃ Ｓｅ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３：２５６， ｐ．２６３⁃２６４（２００５） ．
Ｓｅｅ Ｐｕｌｐ Ｍｉｌ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Ｕｒｕｇｕａｙ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ｖ． Ｕｒｕｇｕａｙ），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０， ｐａｒａ．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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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开发和利用行为本身可能导致生物资源遭到过度开发，这与《公约》第 ６１ 条第 ２ 款中的“最适度利用原

则”及第 ７４ 条第 ３ 款中的不危害或阻碍义务严重不符。 在此情形下，沿海国采取包括驱逐、逮捕渔民、扣押

渔船渔具等在内的海上执法措施，及时制止国际不法行为，督促责任国履行国际义务时，可援引国家责任法

上关于反措施的基本规则排除其非法性。
沿海国在争议海域使用武力或武器执法可能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 仲裁庭在“圭亚那诉苏里南案”

中认定，苏里南在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３ 日“ＣＧＸ 事件”中的活动“更像是军事活动中的威胁”，不仅威胁国际和平与

安全，也危及最终划界协议的达成，并据此判定苏里南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① 在涉及争议海域的争端

中，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将增大达成划界协议的难度。 在此情形下，沿海国可能涉嫌同时违反关于海上

执法使用武力或武器的国际法规则及《公约》中的不危害或阻碍义务。
总而言之，因素评价法突破“物理改变”单一标准的局限，系统考察活动的类型、执行方式、性质等客观

因素及当事国的立场和态度等主观因素，重点评估活动已经和可能造成的后果，综合判定相关行为是否产生

了危害、阻碍或实质破坏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协议最终达成的实际效果。 此种框架设计既赋予国际法

庭及有关当事国必要的自由裁量权或酌处权，也能提高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判断标准的客观性、全面性、
准确性。 需要指出的是，因素评价法所考量因素并非封闭集合，而应依据实际情况，综合评估所有可能危及

最终协议达成的其他因素。

四、结语

《公约》第 ７４ 条第 ３ 款和第 ８３ 条第 ３ 款中的不危害或阻碍义务要求有关各国在达成关于专属经济区和

大陆架划界协议之前，克制实施可能影响最终协议达成的行为，为存在划界争端的沿海国管理它们之间所涉

争议海域的关系提供了法律规范。 由于条款文本的用语模糊，在个案中准确、客观判断一国是否违反不危害

或阻碍义务并非易事。 国际法庭在个别案件中针对油气勘探和开采活动提出“对海洋环境造成物理改变”
的判断标准，并以“重大的、永久的、无法弥补的”等限定词进一步抬高违反此项义务的门槛。 然而，此项标

准自身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存疑，适用的活动类型单一，没有考虑其他场景所涉的活动类型，也没有综合考量

相关的主观和客观因素。 为不危害或阻碍义务创设通用的判断公式并不现实，拟定义务限制的活动清单也

缺乏国际共识。 因此，笔者提出因素评价法，重点考量国际法庭提出的“对海洋环境造成物理改变”的核心

因素，同时综合考虑活动的类型、执行方式和性质等所有可能危及最终协议达成的相关因素。
中国在黄海、东海、南海与周边邻国存在权利主张重叠海域，相关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争端尚未解

决。 根据《公约》规定，海上邻国在达成最终划界协议之前，皆承担不危害或阻碍义务。 当前，中国的海洋维

权面临与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相关的挑战：一方面，部分国家在争议海域单方面大规模盗采油气资源、长时间

开展无节制的捕捞等活动，严重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另一方面，某些国家可能针对中国提起涉及违反不

危害或阻碍义务的国际司法程序。 对此，中国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应对。
第一，在实践中赋予不危害或阻碍义务实质内容。 在国内实践中，针对他国在中国主张管辖海域内的单

方油气勘探和开采、岛礁建设及军事测量等高敏感领域的活动，应通过外交途径及时提出抗议，明确主张这

些活动发生在中国管辖海域或权利主张重叠且未划界的争议海域，阐明这些活动对中国海洋权益的损害，如
单方面改变现状，损害中国在划界谈判中的地位，对海洋环境造成重大的、永久的及无法弥补的物理改变等，
实质上危害或阻碍两国划界谈判的启动、推进甚至划界协议的最后达成，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 同时，应
及时派遣海警船只跟踪监视、提出警告，要求停止作业并离开相关海域，并在必要时采取强制拖离措施。 在

区域规则拟定和双边协议中，可考虑纳入体现或反映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的条款。 例如，在南海问题上，中国

与东盟各国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简称《宣言》）第 ６ 条规定，各方在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前，可以

在海洋环保、海洋科学研究、海上航行和交通安全、搜寻与救助、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探讨或开展合作，这体

现了《公约》第 ７４ 条和第 ８３ 条项下达成实际性的临时安排义务的内在要求。 《宣言》第 ５ 条要求各方保持

① Ｓｅｅ Ｇｕｙａｎａ ｖ． Ｓｕｒｉｎａｍｅ， Ａｗａｒｄ，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 ２００４⁃４， ｐａｒａ．４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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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克制，不采取导致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这体现了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的内在

要求。①

第二，加强争议海域海上维权执法能力建设。 针对他国在争议海域的侵权行为，海警机构可参照国际通

行做法，根据风险等级，构建一套标准化、可操作的执法响应体系。 可考虑引入因素评价法：首先客观判断该

行为是否对海洋环境造成物理改变，精准识别该行为的损害；其次从性质上判断该行为是否构成国际法禁止

的使用武力；最后结合具体的情形，全面考察其类型、执行方式、时间、地点等所有个案中的因素，科学判定该

行为是否危及最终协议的达成。 对于违反该义务的行为，坚决开展海上维权执法行动，及时制止违法行为。
在执法活动中使用武力应当成为最后手段。 在实操层面，海警机构仍应严格遵循国际法关于使用武力的限

制性规定，以必要性、合理性和比例性原则为根本遵循，确保所使用的武器和强制手段与损害程度匹配。 同

时，海警机构应规范使用武力的执法程序，严格遵循“识别—警告—劝离—警告射击—射击”等程序，既坚决

维权，又避免陷入涉嫌违反包括不危害或阻碍义务在内的国际法上的相关义务的法律风险。
第三，作好应对他国针对中国提起强制法律程序的准备。 针对他国可能向中国就不危害或阻碍义务提

起的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特别是《公约》附件七项下的强制仲裁程序，中国已在 ２００６ 年依据《公约》第 ２９８ 条

作出声明，明确对涉及海域划界的争端排除适用《公约》强制解决程序。② 中国应坚定主张国际法庭对海洋

划界争端及其相关事项无管辖权，及时阻断国际法庭对案件行使管辖权。 在实体事项上，应基于《公约》
第 ７４ 条第 ３ 款和第 ８３ 条第 ３ 款的规定，参照相关国际判例，利用两条款的模糊性及不危害或阻碍义务判断

标准的不确定性，从此项义务的适用范围、触发条件、判断标准等着手，论证中国的行为未满足“对海洋环境

造成物理改变”的判断标准，未达到“重大性、永久性、不可逆性”的严苛门槛，未违反不危害或阻碍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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